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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召奎

“找律师，咨询费就要好几百元，写材料、出庭
又得几千元。 因为没钱请律师，我去北京市昌平区
一家法援机构申请了法律援助， 可对方看我没有
公司盖章的任何证据，说帮不了我。 最后，我找了
一个懂法律的朋友帮我找证据、打官司。 ”12 月 20
日，在京打工的亓同川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

在这位刘姓朋友的帮助下，12 月 19 日， 亓同
川向北京市昌平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被立案。
可没想到的是，在提交《授权委托书》的时候，他遇
到了麻烦。 “仲裁委说必须是律师或者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等近亲属才能当我的代理人，刘某
不行。 ”

“亲属都不懂法律，到底谁能当我的代理人，
为我打官司？ ”亓同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申请劳动仲裁，找谁代理？

亓同川老家在山东莱芜农村，2006 年 3 月入
职北京某印刷公司， 主要从事双面印刷生产机长
工作。 2017 年 9 月 18 日，他的生产主管经理突然
口头通知他暂停工作回家休息， 上班时间会电话
通知他。

“我问经理为啥停工，他也不详细说，就说是
政策原因， 于是我们只好回家等电话。 可直到 12
月 12 日，都没有人通知我具体上班时间，也不发
放基本生活费。 我去公司后才发现，厂房里空无一
人，公司已经搬走了。 ”亓同川说，“后来，我去北京
市昌平区劳动社会保障局查询， 才知道从入职至
今，公司一直没给我缴纳社会保险。 ”

因无钱请律师，申请法律援助也无果，亓同川
找到刘某为他维权。 除了基本的差旅费外，刘某没
有向他收取任何费用。

在刘某的帮助下， 亓同川向北京市昌平区仲
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
并要求公司支付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8 日期间的工资、2017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2 日期间未安排工作的基本生活费，却
遭遇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对此， 北京市昌平区仲裁委有关负责人解释
说，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刘
某不能作为亓同川的代理人。

然而，刘某却表示，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普
通公民不能代理劳动仲裁案件， 而且他在不少地
方都帮农民工代理过劳动仲裁案件， 昌平区仲裁
委的做法于法无据。

限制普通公民代理，是否合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
人、 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
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
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
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
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参照《民事诉讼法》限制劳动争议仲裁中的公
民代理，是否合理？ 一位仲裁员对记者指出，“劳动
仲裁实施准民事诉讼程序，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
是可以的。 另外，法律服务毕竟是专业化的社会服
务，部分普通公民代理人业务素质不高，对法律一
知半解就当代理人，在案件处理中出现了扰乱仲裁
秩序等问题，反而不利于当事人。再者，黑代理的问
题也比较严重，现在不少公民代理都是打着不收费

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 ”
该仲裁员还表示：“其实， 现行法律也是留有

口子的，不是说完全禁止公民代理，近亲属、有关
机构推荐的公民，依然是可以代理的。 ”

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副教
授沈建峰则认为， 如果从法律规定来看，《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 并没有限制劳动争议仲裁中的公
民代理，目前存在限制的地方，基本思路确实是比
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但其实是存在争议的。

“不过，从裁审衔接、劳动仲裁的准司法化定
位，以及目前限制黑代理的需要出发，我觉得未来
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应该也会出现限制
普通公民代理的规则。 ”沈建峰说。

没钱打官司，出路在哪？

农民工没钱请律师打官司，出路在哪？ 沈建峰
认为， 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代理问题可能需要做一
些特别的安排。 在有的国家，一定数额以下的劳动
争议是不允许有代理人的， 认为处理争议需要当
事人共同讨论协商，而不是严格地适用法律。 从未
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放开公民代理不是趋势。 考虑
到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和代理成本问题， 可以引入
败诉方承担一定数量的代理成本的规则。

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宏刚表示认同。
他指出，对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打官司，应该实行
律师费转付制度， 就是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
师费。 实行这种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减轻农民
工打官司的成本，另外一个好处是，会减少企业恶
意诉讼的发生率，更能制约企业依法用工，并鼓励
更多律师去代理此类案件。

北京市君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飞建议， 应允
许遭遇侵权的农民工选择风险代理。 “风险代理，

通俗理解就是打赢官司才支付律师费， 但相关规
定不允许律师对拖欠劳动报酬、 工伤赔偿等案件
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为激励更多专业律师帮助遭
遇欠薪、工伤的农民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修改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允许律师对欠薪、工伤
赔偿等案件实行适度的风险代理收费， 并将风险
比例降低， 比如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
约定标的额的 10%。 ”王飞说。

而对于法律援助，《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各
地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工会法律法务
中心、 社会法律援助中心均可免费为农民工提供
法律服务。

不过， 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律师告诉记者，
“现在很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或者不相信法律援
助，再加上公益案件给律师的补贴很少，影响了律
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法律援助工作的
推进还任重道远。 ”亓同川申请法律援助的经历也
表明，对于缺少证据的农民工，一些法律援助机构
的积极性并不高，发挥的作用也有限。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心执行主任
时福茂表示，一些农民工找不到法律援助机构，说
明对法律援助的宣传还不够； 而一些法律援助机
构对于缺少证据的农民工， 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
性并不高， 说明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还有待
提高。

他对记者说，实际上，政府是下决心为弱势群
体提供全面优质的法律援助的。 当前我国正在加
大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力度， 逐步提高法律
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标准， 相信法律援助的范围
会越来越广，质量会越来越高。 该中心一个律师一
年一般能办理七八十个法律援助案件， 有两个律
师每年甚至能办理上百个案件，“欢迎农民工朋友
向我们申请法律援助”。

找律师太贵，找法援不易，找普通公民也有限制

“到底谁能当我的代理人？ ”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实习生 林观凤
本报特约通讯员 曾勇

“半个小时就办理好了资格登记，给公司 300 多
名外来工吃了‘定心丸’。 ”12 月 14 日是珠三角地区
2018 年春运外来工团体订票或自组团订票资格登记
的最后一天， 广州火车站是广铁集团设立的 8 个业
务办理点之一，不少人在现场排队等候。

企业负责人：
“流程很方便，明年还会继续办”

“我是第一次代表公司来办理团体票，但公司已
经连续为员工购买团体票好几年了。 ”来自番禺一家

企业的负责人郑女士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据了解，今年珠三角地区申请办理 2018 年春运

外来工团体票的条件和去年一样， 即用工规模不少
于 30 人的企业、5 名及以上外来务工人员自组团，且
相同乘车日期、发站、到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 5 张。
需提前准备好订票协议、申报表、企业营业执照原件
及复印件、用工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等材料。

在广州火车站现场设立的 10 个业务办理窗口
前， 每个窗口均有不少外来工或企业相关负责人在
排队等候。 自组团（企业）登记—资格审核—用户激
活—上网校验，按照这个步骤，现场的办理工作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

张先生所在的公司是第一次申请团体票。 “我们
从隔壁的企业得知可以为员工购买团体票， 考虑到
春节抢票困难，为了让员工安心，决定为他们购买团

体票。 整个申请流程只花了十几分钟，非常方便，我
们公司明年还会继续来办理的。 ”

自组团外来工：
“希望时间更自由，办理点更多”

据介绍， 团体票现场受理时间为 12 月 11 日到
14 日。对此，自组团的陈先生觉得略短。“只有 4 天时
间，而且只能在他们给我安排的半天时间内来办理，
虽然这可能是为了限制人流， 但希望以后能有更多
的办法让我们自由选择时间。 ”

今年是陈先生第三年自组团购票， 每次都和老
乡一起结伴返乡的他今年也有七八个同伴。 但他也
坦言，今年一起买票的人又换了大半，因为各自的工
作有变动，每次组团都有些麻烦。 “不过，比春运抢票
好多了。 ”

和陈先生不一样，蔡先生是第一次参加自组团。
“之前每年企业都会帮我们购买团体票，后来因为员
工回家的地点过于分散，很难组团，就没再组织团体
购票，所以我就找了几个同乡一起自组团。 ”

记者了解到，除了广州火车站，广铁集团还在广
州北、佛山、深圳、东莞、惠州、汕头、中山等车站设立
7 个团体票办理点。原东莞东站办理点今年改在东莞
站，更靠近市区，外部环境和交通条件也更为优越。
“整个办理流程还是挺简单的，要说改进的话，希望
能多增设几个办理点。 ”郑女士告诉记者，她一大早
从番禺区赶过来，还是有点不方便。

据了解， 截至 15 日广铁已为 6600 多家企业和
自组团办理了登记审核，2018 年春运预计将订出外
来工团体票 80 多万张，外来工返乡专列开行数预计
达到 70 列，遍及湘、鄂、豫、皖、黔、渝、川等全国主要
劳动力输出省份。

本报通讯员 姚群
本报记者 刘建林

“这种情况应该这样处理。 ”12 月 5 日，在安哥拉
罗安达市 KK 二期大市政工程工地，一辆掀开引擎盖
的大卡车旁，一名中国职工正用流利的葡萄牙语向几
位头戴安全帽的当地工人做着讲解。

这名中国职工叫彭其红，正在为自己的安籍徒弟
们进行年末最后一次车辆维修保养知识授课，他在中
铁十七局建筑公司安哥拉项目已经坚守了 5 年。

“以前从来没想过打工能打到国外！”提起在安哥
拉的生活，彭其红滔滔不绝。 5 年来，担任项目机械修
理班班长的他靠着“魔术师”般的双手，不仅维持了项
目 400 余台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 还教出了 30 余名
安籍修理工徒弟。

开工初期，项目推行劳务属地化管理，需要进一
步提高安籍技术管理人员比例，在项目制定的安籍技

术人员培训方案中，有一条就是带安籍徒弟。就这样，
刚来到安哥拉的彭其红遇到了他的 3 名“开山弟子”。

“在安哥拉打工，还得先学好一门外语！ ”彭其红
说，第一次带外国徒弟，听起来很新鲜，但亲自做了
才知道其中的艰难，仅语言沟通就让他碰了钉子，有
时连比带划，急得满头大汗，徒弟们还是直摇头。 为
教好安籍徒弟 ，50 多岁的彭其红开始学习葡萄牙
语，那段时间，每天晚上下班后都能见到他拿着葡语
手册苦读的身影。 3 个月下来，从日常用语到专用术
语，沟通逐渐不再成为问题，彭其红终于迈过了这道
难关。

“好！ ”问及自己的中国师傅，所有的安籍修理工

都竖起大拇指。5 年来，彭其红对徒弟们付出了真心，
将自己参加工作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倾囊相
授，尊重他们的人格和风俗习惯，从未和任何一名徒
弟发生过冲突。 项目发放的补助基本都被他用于资
助徒弟，每当徒弟遇到困难，他总会及时伸出援手，
无论是指导工作、 援助物资还是接济钱财他都无怨
无悔。

有一次， 彭其红见徒弟波尔度上班没有穿工装，
询问之下得知是因为天气寒冷给了家人，彭其红没有
批评他，而是将自己的旧衣服还有其他职工回国后留
下的衣服清洗干净，分发给波尔度和其他有需要的安
籍工人；徒弟扎西卡父亲病重，家境贫寒，经常急需用

钱，彭其红得知后拿出自己的加班补助，并多次叮嘱
他：“处理好家事尽快回来，修理班还需要你。”安籍小
伙感动得流下眼泪，在此后的工作中更加卖力，成为
了彭其红重要的工作助手。

“马上就是在安哥拉打工的第六年啦！打工也好，
带徒也好，只要能为企业发展、为国家富强做点事，自
己心里就觉得踏实。 ”彭其红在安籍徒弟们口中被亲
切地称为“中国好师傅”，不仅赢得了徒弟的尊重，一
些已经离职的徒弟也多次回到项目部看望他， 彭其
红对自己在安哥拉的生活格外满意，“打工打到安哥
拉，这里也是我的家”时常被他挂在嘴边，成了他的
口头禅。

春运未至，买票先行

广东：团体票让外来工吃下“定心丸”

打工打到安哥拉

重庆：

留守儿童的职业体验

12 月 26 日，重庆合川三庙小学的 6
名留守儿童在国网重庆电力公司志愿者
的带领下，来到主城天才梦工厂，通过现
场角色扮演 ，体验了消防员 、警察 、厨师
等职业。

图为留守儿童体验消防员职业。
周毅 摄/中新社


